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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史的建构及写作诸问题
———以《昆剧演出史稿》、《昆剧发展史》中的“北方昆曲”为例

■文 /陈 均

作者简介:陈均，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昆曲。

在五年前我撰写《“北方昆曲”概念之生成与建
构》一文时，曾提及对于“北方昆曲”概念的辨析与
处理为中国昆曲史之叙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①。其
时，我与之对话的“潜文本”便是《昆剧演出史稿》、
《昆剧发展史》这两部昆曲史②的重要著作。因为，
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出版较早的昆曲史专著，而且拥

有较为明确的昆曲史观念，以及有机的历史框架。
著者提出或引用的一些论断，如“四方歌曲( 者) 皆
宗吴门”、“竞演新戏的时代”、“折子戏的光芒”等，
至今仍为人所征引，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对于昆曲史基本面貌的认识。
及至如今，各种涉及昆曲历史叙述的“读物”或许已
有数十种之多，但并不能取代这两部昆曲史著作的

位置，而且诸多读物所袭用的昆曲史观念及所运用

之概念仍可说是建立在这两部著作之上。换言之，
这两部昆曲史著作已被视为昆曲史写作的“经
典”③。而探讨这两部著作的产生、其脉络、其对写
作对象的处理及其所反射出的昆曲观念，不仅是对

昆曲史写作的一次返观，可藉此辨析影响昆曲史建

构与想象的诸种元素，亦能在这一清理中讨论内在

于昆曲史写作的诸多问题。

一、《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的版本

《昆剧演出史稿》为陆萼庭所著，迄今已有三
版: 第一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 1980 年 1 月出版;
第二版被纳入洪惟助教授主编的“昆曲丛书”第一
辑，由台湾“国家出版社”于 2002 年 12 月出版; 第
三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据 1980 年
版的赵景深序及作者后记可知，此稿“从 1948 年冬
写起，到 1960 年写完初稿。1963 年作了第一次修
改，前后陆陆续续写了十几年”④，而在出版时，“基
本上保留一九六三年修改稿面目”⑤。又据 2006 年
版的《修订版自序》及编者的《编校后记》，作者陆萼
庭在保持原版本的基本框架之下，对 1980 年版作了
五万余字的增补，包括若干章节的增补、改写、删

减，形成 2002 年版。此后又在 2002 年版的基础上
作了校改，但结构并未变动，形成 2006 年版。由此
可见，陆萼庭所著《昆剧演出史稿》自 1948 年开始
写作后，共有两次较大的变化: 一次为 1963 年的修
改，形成其昆曲史著的基本框架和结构; 一次为 20
世纪 90 年代末，对此前的框架、结构有所调整。
《昆剧发展史》为胡忌、刘致中合著，迄今已出
两版: 第一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 1989 年出版，赵
景深序及作者后记谈及作者之一胡忌曾于 1963 年
写就《昆剧简史》，后来被毁，又因 1983 年 7 月的中
国戏曲剧种史写作会议而重新写作《昆剧发展史》，
并与刘致中分工合作，约于 1985 年完成。第二版由
中华书局于 2012 年出版，因胡忌已去世，所以主要
框架、内容并未再作改动，仅校订字句，及刘致中撰
写部分有少许修订。
综上所述，或可将这两部昆曲史著作的写作脉络

分成三个时间节点:其一为 1963 年。此年胡忌、陆萼
庭经过多年写作，分别独立写成“昆曲( 剧) 简史”，但
只有陆萼庭的著作得以在 1980 年出版; 其二为 1985
年。胡忌、刘致中合作的《昆剧发展史》完成，并于
1989年出版;其三为 20世纪 90年代末，陆萼庭对《昆
剧演出史稿》进行较多的修订，并分别于 2002 年、
2006年在台湾和大陆再版。这三个时间节点恰好也
伴随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即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国之初到新时期之初再到昆曲成为首批世界

“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前后。

二、《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之昆曲
史叙述

因此一时代变化，这两部昆曲史著作，我们可

将其作为三个版本( 1963 年完成、1980 年出版之
《昆剧演出史稿》，1985 年完成、1989 年出版之《昆
剧发展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完成、2006 年出版
之《昆剧演出史稿》修订版⑥ ) 来予以讨论，并根据此
三版的时间坐标，来讨论此三版之昆曲史叙述之差

·43·



第 35卷第 1期 陈 均: 昆曲史的建构及写作诸问题

异与变化。
《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书名有所差
异，前者侧重于“演出史”，后者则侧重于“剧种史”。
换言之，这两部著作书写之主题皆为“昆剧发展
史”，但前者是从演出角度，而后者则包括“案头”与
“场上”，也即将戏曲文学研究与演出史研究合为一
体。事实上，翻读《昆剧发展史》全书，亦可见到作
者将与昆剧相关之文学创作的发展与昆剧演出史

的发展作为两条线索平行叙述。这一写作角度差
异，或是关乎时代背景。在《昆剧演出史稿》写作之
际，陆萼庭所面对的写作传统或范式即是传统的戏

曲文学研究，故陆萼庭反而为之，致力于演出史，写

就第一部“昆剧演出史”。而胡忌至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重写其昆剧史时，既受“戏曲剧种史”这一预设
的框架限制( 为这一项目的组成部分) ，而且有陆萼

庭的“演出史”在先，故综合传统的戏曲文学研究与
演出史研究而为之。因此，这一差异，既是作者个
人选择角度之差异，亦是写作时代之差异。但从二
书的序及后记中可得知，二书之构想均侧重于昆剧

“演出史”之叙述，以昆剧“演出史”之变化来建构昆
曲史，实是二书之共同诉求。
《昆剧演出史稿》的 1980 年初版和 2006 年修订
版的章节结构，据作者自道“保持原来的框架、篇幅
和基本观点”，从目录中可知，其大体框架仍保持不
变，以叙述昆曲之产生、形式之发展变化及衰退为
基本脉络，而隐含着清唱与剧唱、全本戏与折子戏
这两条线索。但修订版比之于初版，有所增删，譬
如，第二章增加了“舞台艺术述例”一节，第四章增
加“清宫南府的扩建”、“全本戏的新貌”二节，并将
“北京的昆剧活动”与“南京及其他地区的昆剧活
动”合并为“北京的昆剧活动”一节; 第五章增加“进
入近代的的特点”、“昇平署始末”二节，并将“‘清客
串’”一节改名为“清唱和‘清客串’”，等等。从这
一修订来看，作者在其对昆曲历史的叙述中加入或

增强了宫廷昆曲、全本戏、清唱传统等昆曲历史形
态的线索。而且，从其新增的章节和篇幅来看，以
“宫廷昆曲”的叙述最为引人瞩目。

《昆剧发展史》以昆剧之“产生”、“兴起”、“繁
盛”、“消衰”、“没落”、“新生”为基本脉络，其中又
叙述了昆剧创作与昆剧演出形态两条平行线索。
与《昆剧演出史稿》相比，此书更为“综合”，而兼顾
昆剧内部诸种形式之变迁，除创作( 作家作品) 、演
出、音乐外，亦有理论，并兼及时代背景、昆曲支派
等现象之叙述。此外，还增加了昆曲史前史与建国
后昆曲发展的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

史》在“演出史”的叙述上，基本上都是以“南昆”为

主体，而以其他地域的昆曲形态为补充，此种昆曲

史叙述以《昆剧演出史稿》最为典型，而在《昆剧发
展史》，其叙述昆剧之“产生”、“发展”、“衰退”皆是
以苏州、上海之昆曲为处理对象，“繁盛”时期虽述
及其他地域，但又以“浙昆”、“徽昆”、“赣昆”、“湘
昆”、“川昆”、“北昆”皆为“昆剧的支派”而述之。
而且，在这两部著作对昆曲史的建构中，又以对“北
方昆曲”这一昆曲形态的处理最为矛盾与歧异，以
下详述之。

三、《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中的
“北方昆曲”

此处所引之“北方昆曲”概念，以最宽泛之含义
言之，在时间上，为昆曲进入北京之后的历史; 在空

间上，包括南派、京派、昆弋派等历史形态。即“北
方昆曲”为“流传于北方的各昆曲流脉之总称”。⑦以
下从昆曲史叙述中的“北京”、宫廷昆曲、昆弋及皮
黄班中的昆曲三方面来分析《昆剧演出史稿》与《昆
剧发展史》这两部昆曲史著作对“北方昆曲”所作的
处理。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两本著作里，关于“昆曲在

北京”的叙述。《昆剧演出史稿》初版在第二章《“四
方歌者皆宗吴门”》第一节《新声从江南到了北京》
中，以袁中道日记里所载观剧事为史料描述了“昆
腔”从江南进入北京之情形，但结尾却说:

但是，昆剧这样一个南方剧种进入北京，
本来就带有局限性，它只能以它的剧本文学和
新声满足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欣赏要求，与民间
联系不多，这跟在江南地区的情况有所区别。
所以，北方的盛行昆剧，只能看作昆剧发达的
明证之一，而不是最主要的根据。同样，昆剧
后来退出北方舞台，也不能看作是衰败的主要
征象。这个认识相当重要。
在第四章《折子戏的光芒》第六节《北京的昆剧

活动》的开首，作者便交待说:
从搬演风格、唱白意趣等方面来考察，昆

剧这个剧种的江南地方色彩确乎是非常强烈
的。它的全盛时期，尽管曾经足迹遍天下，但
是对有些地区来说充其量不过是有其“足迹”
而已，并没有真正达到根深叶茂的境地。例如
北方的一些城市，包括当时的封建都城北京，
昆剧在那里的局面就是如此。
其后在提及“整个乾隆朝六十年之中，北京成

为全国演剧互动的重心”之后，又谈到在诸多声腔
的竞争下，“昆剧充分暴露了南方剧种的弱点，不仅
不能充当此中之盟主，而且站不住脚跟了”。
从这些涉及关于“昆剧”与“北京”的关系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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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论述可知，在作者的昆曲史建构与观念中，昆曲

是“南方剧种”，北方及北京这一地域处于相当次要
与边缘之位置。而在第五章《近代昆剧的余势》的
第一节《从北京的集芳班谈起》里，临近结尾时，作
者再次强调: “北京的昆剧始终只是苏昆的一个支
脉，它并没有形成过什么流派。”
在《昆剧演出史稿》的修订版里，作者依然保留

了以上的章节及论述。而在《昆剧发展史》里，“北
京”亦只是构成昆曲“演出盛况”之一个地域，在第
五章《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和演出的繁盛》的第五、
六节，即是以苏州、广州、江南地区、扬州、北京、江
北地区、西北地区等地域依次道来，并引《消寒新
咏》等史料以证昆剧在北京的“存在”。
由此可知，《昆剧演出史稿》、《昆剧发展史》二

书所建构的昆曲史确乎是以江南为中心，自苏州

始，扩散至全国，至上海衰。北京在其叙述中，仅作
为昆曲繁盛所及之一地。
其次，“宫廷昆曲”之处理或更有意味。如前所

述，在《昆剧演出史稿》初版里，“宫廷昆曲”不仅论
及很少，且多为负面形象。如前引《北京的昆曲活
动》一节，提及宫廷“大戏”和万寿盛典，然评其为
“借演剧来歌功颂德”、“骄侈”等。在《昆剧发展
史》里，“宫廷昆曲”之叙述开始占有部分篇幅，如第
三章《昆剧的繁盛( 上) 》之第三节《家庭戏班、职业
戏班和宫廷演剧》的第三部分为《昆剧进入宫廷》、
第四章《昆剧的繁盛( 下) 》之第五节《家庭戏班、职
业戏班和宫廷演剧续篇》的第三部分《宫廷演剧以
昆剧为主》、第五章《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和演出的
繁盛》之第四节《昆剧创作的末路和清宫大戏》的第
二部分《清宫大戏》，总体而言，作者开始注意将“宫
廷昆曲”这一形态纳入其昆曲史叙述，但尚仅限于
简单之描述，而且并未找到或有意确认“宫廷昆曲”
在昆曲史之位置，如第三、四章将“宫廷演剧”与“家
庭戏班”、“职业戏班”并列之，而第五章将“宫廷昆
曲”夹杂于创作之衰退与演出之繁盛这两条线索
中，实际上这一写法亦是作者尚未将“宫廷昆曲”较
好地纳入其昆曲史建构之表现。而且，在具体言及
“清宫大戏”时，也多以为其“与其说是‘戏’不如说
是某种仪式礼节的装饰性排场”，而其实际价值也
只在于其中包含在其对于“民间”之作用，等等。由
此亦可见作者对于“宫廷昆曲”之基本观念。
至《昆剧演出史稿》修订版，作者增加了两节关

于“宫廷昆曲”之内容，即第三章增加了《清宫南府的
扩建》、第五章增加了《昇平署始末》，描述了自晚明
至清末“宫廷昆曲”之机构与体制，可说是较为完整，
但从其描述来看，作者亦只是将“宫廷昆曲”作为一
种现象而列之，似并未将其纳入昆曲史之建构。

再次，这两本著作对于京昆( 皮黄班里的昆

曲) 、昆弋这两种现象的处理，实则是对“在北京的
昆曲”这一历史现象之处理，与昆曲史叙述中的“北
京”相关，但亦有异，所以分而论之，因此二者实际
上是晚清民国时的昆曲现象，也可说是接续了“宫
廷昆曲”。
在《昆剧演出史稿》初版里，涉及这一内容的主

要是第四章《折子戏的光芒》之第四节《北京的昆剧
活动》和第五章《近代昆剧的余势》之第一节《从北
京的集芳班谈起》，从其论述来看，作者以较多的描
述“南昆”与“纯粹的昆班”，多引《燕兰小谱》、《长
安看花记》、《菊部群英》等花谱，讨论“保和班”、
“集芳班”等。讨论艺人亦是以昆曲艺人为主，而以
艺人之回南方及改搭徽班为昆曲在北京衰落之标

志。此外，在《从北京的集芳班谈起》一节之结尾，
附以“北派昆剧的简史”，即昆弋班之简单介绍。而
在此书修订版里，作者甚至还删去这一部分，并解

释为“自乱体例”，所谓“体例”，正是作者所谓昆曲
史之构想，在于以南昆为主体、昆弋为支派，而作者
所建构之昆曲史则是以南昆为叙述之主体，因而

“北派昆剧”或昆弋则可略之。
在《昆剧发展史》中，对昆弋之叙述为第六章

《昆剧的消衰》之第二节《昆剧的支派》的第六部分
《北昆》，作者将北昆( 昆弋) 与浙昆、徽昆、赣昆、湘
昆、川昆并列，以其为“昆剧的支派”，因此以南昆为
正统之意可知。涉及京昆( 皮黄班里的昆曲) 之内
容则在此章第五节《昆剧对京剧和其他剧种的影
响》的第一部分《对京剧的影响》，也即将这一形态
仅作为昆曲之影响所及，而非昆曲之流脉。
综上所述，二书对“北方昆曲”这一实存的昆曲

历史形态，其叙述多处于一种将其压抑与边缘化之

状态，其因则在于其昆曲史构想是以昆曲为南方剧

种，而以南昆为主体，以苏、沪二地位叙述之重心，
而“北京”仅为昆曲繁盛之影响区域，并不具有重要
意义。因而对北方昆曲之构成形态如宫廷昆曲、昆
弋、京昆，亦并不重视或有意忽略。

四、《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之昆曲
史观念之分析

追溯《昆剧演出史稿》与《昆剧发展史》二书对
“北方昆曲”这一历史形态的处理方式，可以时间与
空间为坐标来衡量之。从时间来看，如前文所分
析，二书之出版与修订恰好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

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环境与观念变化，

亦促使昆曲史家作出判断与调整，因而影响其昆曲

史的建构与想象。
《昆剧演出史稿》初版之基本面貌在 1963 年确

·63·



第 35卷第 1期 陈 均: 昆曲史的建构及写作诸问题

立。这一时段，正是昆曲因新编《十五贯》而得以复
苏之机，此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趋于左倾，政治运

动不断，而昆曲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艺术”被抑
制，总是处于一种“自辩”状态⑧，只因《十五贯》迎
合了政治形势而得以纳入国家的文化体制，因而获

其生存之机。因此，在此本昆曲史著里，作者所秉
持之观念即昆曲为人民之艺术，而非封建地主阶级

之艺术，故在材料之选择、叙述之线索均有所取舍。
在初版《引言》里，作者即极力论证昆剧与人民之关
联。开首便说: “昆剧也能以它的民主性精华感染
人们，它将跟我国人民日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密

不可分。”以下作者便以“广场”与“家乐家班”、“清
曲”与“剧曲”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面，以“广大群众喜
闻乐见的民间班社的广场( 包括剧场) 演出方式”、
“以多少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的“剧曲”为主流，此
类论述甚多，兹不备举。其意正在于“尝试从昆剧
演出历史的探讨中，说明人民是热爱昆剧的。正由
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在两种演出方式的斗争中，

昆剧才得以成长发展”。以彼时流行之辩证唯物法
来贯穿全书，固然是形势所然之“政治正确”，但因
此也决定了此书之论述方式与格局。
至《昆剧演出史稿》修订版则有一变，《引言》虽

有若干沿袭之语句，但共和国之初流行的“人民”话
语已基本删除，如作者在《修订版自序》中所言:

其中改动最大的是《引言》，这只有用“时
过境迁”一词来解释。当年是从剧种新生的角
度着笔的，现在我认为改从艺术遗产的位置上
来回顾演出历史，比较妥善⑨。
《引言》的改动实则是昆曲史之想象的变化，

1963年以“人民”话语来建构昆曲史，至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末，这一话语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之压力，

而至 2001 年，昆曲即成为世界“人类口述与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或由此社会氛围，作者回到以“艺术
遗产”这一角度来建构昆曲史。因而在修订版的
《引言》里转而揭示昆曲史的“三大矛盾”: 剧本与演
出的矛盾、雅与俗的杂交、观众层面的不稳定。而
在初版《引言》里探讨的问题，也大多“去政治化”，
如谈到“广场”与“厅堂”两种演出方式时，评道“从
昆剧艺术演变形式的整体来看，前者实为主流，但

我们更要重视它们互相影响的事实。”由此语可知
作者叙述方向之变化。
《昆剧发展史》完成于 1985 年，出版于 1989 年，
从其叙述语言及观念而言，或许受新时期思潮之影

响，较少袭用以往意识形态之话语，而是以“剧种”
为主要叙述形态，即将昆剧作为中国戏曲之一种，

而探讨、描述其源流。
因此，从《昆剧演出史稿》初版、《昆剧发展史》、

《昆剧演出史稿》修订版三书的时间来看，我们既能
感知到其昆曲史建构与想象的目标之差异，亦能由

此分析随时代语境之变化，昆曲史写作所发生之变

化。具体到对“北方昆曲”这一历史形态之处理上，
最为明显的变化即是“宫廷昆曲”所占篇幅之增加。
从空间这一角度来看，实则是涉及到昆曲的区

域问题，尤其是南北之争。其核心在于: 昆曲之主
体是什么? 昆曲是否有派别? ———这些问题既涉
及时人的昆曲史观念，更重要的是事关一个焦点问

题: 何为昆曲?

从二书三版的昆曲史建构来看，均以昆曲为南

方剧种，以南方之昆曲为叙述主体，以北方及其它

区域为支脉，略写或省略之。这一点在《昆剧演出
史稿》修订版的《修订版自序》里表达得非常清晰:

主体与流派。昆剧形成于吴中一带，为”
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地域性特点
始终极为鲜明。本书即以此为主体，写它的演
出历程。以后四方扩散，主轴不变，描述的视
角如一。
因此书修订版与初版的主要框架不变，因此这

一观念可说是作者持续数十年所秉承之观念，亦是

其建构昆曲史之主导观念。而在《昆剧发展史》里，
作者虽未明确表达这一“南昆”立场，但从其具体框
架设计及话语来看，与《昆剧演出史稿》之立场大致
相近，皆是以“南昆”为主体，以“北昆”为支派。
究其原因，除可说明以南昆为主的昆曲观念乃

是近半世纪以来时人之主导观念外，我还想引入一

个可能的因素，以资激发探讨，即昆曲史的写作者

对于昆曲史建构与想象之影响，也即可以探讨这两

部昆曲史著的作者的籍贯与经历。《昆剧演出史
稿》的作者陆萼庭与《昆剧发展史》的主要作者胡
忌，二人生活与学习、研究昆曲之环境皆在江、浙、
沪———胡忌虽有在北京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之经
历，但自民国以来，北京的业余昆曲组织多以南方

昆曲为正宗⑩。作为民国时诸多昆曲业余组织的延
续，共和国建国后成立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亦多持这

一观念———其昆曲观念亦是在南方昆曲这一氛围
里形成与展开，故其昆曲史建构与想象亦是以南方

昆曲为主体。
为与之对比，此处我再以一书为例，即 1996 年由

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昆曲艺术》一书。这本昆曲
史著作由六人合著，其作者皆是来自北京。这部著作
因是多人合著的“普及性读物”瑏瑡，因而缺少完整、统
一的昆曲史观念及框架，且发行量有限，影响也相对

较小，所以我并未将其与前述二书并列而分析。虽是
如此，但从其书的框架设计与论述来看，与前述二书

恰好形成一个对照。 ( 下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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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昆曲艺术》第一章为《昆曲的产生、形成、
发展和盛衰》，为傅雪漪所撰，其内容即是叙述了昆
曲之发展史，与《昆剧演出史稿》、《昆剧发展史》大
体相应，惟多简略。此章分为六节，依次为“缘起和
形成”、“自江南的流变到入京”、“京派昆曲的奠
定”、“北京的昆弋一支”、“明代后期至清末江南昆
曲活动概况”、“解放前的三十七年”，从这一结构来
看，“北方昆曲”的篇幅占据主要位置，除“缘起和形
成”、“明代后期至清末江南昆曲活动概况”二节与
“解放前的三十七年”前半部分述及南方昆曲外，余
皆是北方昆曲。而且，从其建构的昆曲史来看，南
方昆曲尚具有“地区性”，只有到了北京，影响才遍
及全国，因而昆曲具有后来之位置。因而，在傅雪
漪的昆曲史叙述里，北方昆曲( 包含宫廷昆曲在内

的京派昆曲、昆弋) 乃是昆曲史之主体。
傅雪漪所描绘的昆曲史图景，与《昆剧演出史

稿》、《昆剧发展史》迥然相异，而考虑到傅雪漪之籍
贯与习曲背景( 傅雪漪生于北京，亦在北京习曲，并

曾在北方昆曲剧院工作，撰有多篇关于北方昆曲艺

术家的表演艺术、北方昆曲史的文章) ，这也似乎提
示我们，昆曲史的书写者在昆曲史建构与想象中的

作用与影响。
因此，在影响昆曲史建构与想象的诸多因素中，

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应是被考虑的。具体而言，时代背
景及社会语境于昆曲史写作的话语渗透与观念影响、
昆曲史写作者与研究者自身背景于其昆曲史写作的

内在影响与观念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以上，我分析了几部“经典”的昆曲史著作对于

“北方昆曲”这一昆曲历史形态的处理与写作，并以
之来探索在昆曲史的建构和想象中时间与空间对

于写作之影响与控制。
在赵景深先生给《昆剧发展史》所写的序里，曾

言及昆曲史建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较大的如:魏良辅之前的昆剧到底是什么
样子? 是剧抑只是清唱? 所谓“吴江派”和“临
川派”之争实质如何? “北曲南唱”的南曲化程
度如何? 明杂剧在昆剧中演唱的脉络怎样?
这里均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此问提于 1984 年 10 月 18 日，至今已近 30 年，

然则在如今数目繁多的昆曲读物、著述与出版物
里，似乎还未得到有效的回应。而且，如今之昆曲
研究，亦难免受制我们所处的这一“时间与空间”及
诸多因素之影响。因此，我以《昆剧演出史稿》与
《昆剧发展史》里的“北方昆曲”为例，来探讨昆曲史
的建构、写作及其生成机制。

( 责任编辑 曲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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